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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依据学界一般所接受的“女性主义三代论”或“三代妇运理念说”，19 世

纪中期到 20 世纪初期的第一代女性主义秉持“男女同一性”理念，以男性为榜

样，具有“男性中心主义”性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代女性主义以法国

“男女差异论”理念为代表，强调女性特质，具有“女性中心主义”性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第三代女性主义已经发展到超越性别阶段，主张性别

多样性，秉持性别流变观，将性别的解放视为个体任务，是一种主张包容差异、

尝试和男性携手并 肩的新女性主义，因而具有“非排他”性质。性别理论的三

段式演变模式也在德语文学中得到映射。 

  随着 20世纪 60年代以美国和法国为急先锋的妇女运动及其理论的勃兴，德

国的女性主义者们也不甘落后。德国女性主义者、导演兼作家荷尔克·桑德尔

1968 年 9 月 13 日在第 23 届“全德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大会上指责联盟的男

性无视对妇女的歧视的演讲以及随后的“投掷西红柿”事件，标志着德国新妇运

的开始。其后，各种女性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 

  妇女压迫和妇女解放是这一时期女性主义讨论的两大主题。值得一提的是德

国女性主义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和作家艾丽丝·史瓦策。史瓦策曾在法国留学，



师从福柯，和法国女性主义先锋波伏娃等人关系密切，在法国时就积极参与发起

法国的妇女运动并将其移植回德国。她还于 1977 年创办德国第一份女性主义杂

志《爱玛》。她 1975 年发表著作《“小差别”及其大后果——妇女自论：一种

解放的文集》，认为性的权力关系是女性所遭受的社会压迫的根源。在桑德尔、

史瓦策等女性主义者的大力推动下，德国女性主义由最初的政治运动迅速蔓延到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二 

  在20世纪70年代的德语文艺学中，学者们对性别理论问题亦发生浓厚兴趣，

明确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致力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20 世纪 70年代在德国出版了很多

研究不同男性和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文学专论，如：多丽丝·富尔达·梅

利斐尔德所著的《马克斯·弗里施笔下的女性形象》、英格利特·米勒所著的《赫

德维希·古特思-马勒长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及巴巴拉·舒尔茨·西特尔

所著的《哥特弗里德·贝恩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功能》等。这些选题在当时极具

创新性，因为之前探讨女性的文学描写并不被认为具有很大科研价值。在德语文

艺学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应首推西尔维娅·波文森 1979 年的《被想象出来

的女性气质——艺术史和文学中女性气质呈现形式的范例研究》，呈现了一部由

男人生产的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史。该书指出，男人生产这样一部女性形象史的目

的就是为了把女性排除在创作和生产领域之外，女性气质是想象的产物。此书还

特别关注了知识女性的形象：她们被描绘为“没有女人味的”女学究。 

  女性形象研究观察到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是文化女性形象的两极化：一方

面理想化，一方面极端负面化。在文学和造型艺术作品中，女性要么以“圣女”，

要么以“妓女”的面目出现。女性形象分化为“好女人”和“恶女人”，这种分

化在女性主义文艺学的角度看来是服务于男性主体的自我维护和权力维护，并因

此而服务于由男权所组织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被理想化是为了让女性安

于现状，而女性被妖魔化则是为了把她们排除在真善美的文化领域之外。两种策

略都具有同样的效果：拒绝生活中真实的女性平等地参与社会、政治、科学和文

化领域里的创造性的文化活动。为了区别在这种象征性秩序中未被展现的真实的、

历史的女性们和为了支撑这种男性的象征秩序的象征性女性形象，女性主义文艺



学引入了“女性们”和“女性”进行概念上的区分。 

  二是批判性诠释一些古老经典的文本。女性主义文艺学把女性文学史或是女

性历史解读成女性的压迫史，由此，社会批判就是男权批判，反之亦然。批判性

的女性主义还把目光投向一些古老经典的文本，重新解读它们：如一般被认为是

天真无邪的歌德名诗《荒原小玫瑰》就被女性主义文艺学者理解成“一个血淋淋

的强奸”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近 30 年来，这种女性主义解读在德语区得到广

泛传播与应用，并已为正统的歌德研究界所认同，如：著名歌德全集出版者卡

尔·艾伯尔在其主编的歌德全集分卷《歌德诗集 1800—1832》中，对该诗进行

文学类型学分类时便特别指明，“这首诗里所呈现的是一个强奸的故事”，因而

“更应归入叙事诗类”。更有甚者，前面提到的女性主义电影导演荷尔克·桑德

尔就在自己 1992 年导演的关于二战结束前后苏联红军在德强奸行径的新闻纪录

片《解放者和被解放者》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体强奸的语境里，不予置评

地、却也是毫不含糊地插入了一段男声合唱《荒原小玫瑰》”。近一二十年来，

这种解读似乎大有泛滥之势。 

  三是关注女性作家，构建女性文学史。上世纪 70 年代，一些女性文艺学家

开始把目光投向德语文学史上各位女性作家，如古代的希尔德嘉德·封·冰根，

近代的安娜·路易莎·卡尔施、贝蒂娜·封·阿尔尼姆、安内特·封·德罗丝特

-许尔斯霍夫，以及现当代的艾尔泽·拉丝克尔-许勒尔、英格博格·巴赫曼、克

里丝塔·沃尔夫以及艾尔弗莉德·耶利内克等。女性文艺学家们认为，同男作家

数量相比，女作家屈指可数，于是开始探究女性作家稀少的原因以及她们写作的

条件。批判性文艺学特别关注了女作家工作生活等物质方面的客观条件。通过研

究，批判性的文艺学特别提请人们注意：很多才华横溢的女性，如德国 18 世纪

文学理论家约翰·克里斯多夫·高特舍德之妻路易泽·阿德尔恭德·维多利

亚·高特舍德、德国浪漫派作家路德维希·蒂克之女多罗苔娅·蒂克等其实是她

们的丈夫、父亲乃至兄弟的文学同道加得力助手，但她们的工作和才华却得不到

应有的承认，她们也没能获得作为女性作家的独立地位。 

  四是聚焦女性写作，构建独立的女性美学。随着对女性作家的关注，20 世

纪 70年代也开始关注是否存在专门的女性美学。女性写作是否不同于男性写作，

这“另一种”写作方式的性质、特点如何？有关探讨不只停留在理论上，同时也



在文学实践中展开。德国新妇女运动的第一个德语文学文本，同时也是德语女性

文学“圣书”《蜕皮》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这部 1975 年发表的作品甫一

出版便引起巨大轰动，其作者、瑞士裔女作家韦芮娜·斯特凡也因此被誉为德语

女性文学之母。 

  韦芮娜·斯特凡 1947年生于瑞士伯尔尼，1971年在柏林结识荷尔克·桑德

尔，投身德国新妇运，1972 年她与人一起成立女性主义组织“面包与玫瑰”，

1973 年开始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社会学和比较宗教学，1974 年开始创作她的第

一部书《蜕皮》。她把该书的写作视为“身体力行地投身妇女事业的最合适的方

式”。1975 年《蜕皮》在慕尼黑“女性攻势”出版社出版，在短时间里迅速跃

升为畅销书和妇女运动“圣书”。1977年 5月，该书出版两年后印量即达 12万

5千册，且只靠口碑传播，完全没有任何商业炒作。《蜕皮》总计销量约 50 万册，

迄今已被译为 8 种语言，是当代德语女性文学中最畅销的作品。1975 年之前德

国既没有女性书店，也没有女性主义出版社，《蜕皮》的畅销使得女性主义出版

社“女性攻势”得以成立和壮大，同时也引发多家著名老牌出版社竞相出版女性

主义文学的热潮。 

  在这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斯特凡成为一种极端的女性主义代言人。全

书的主题是女作者个人如何对待性：她自己对“自我放弃/放逐/放纵”的体验，

她对男性性伙伴的性愿望和性想象的适应，以及她对自身“真实的”性别身份的

寻求。文本细腻讲述了这种宛如“蜕皮”一般的寻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人

公——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一位年轻的女性，大胆冲破异性关系藩篱，背离

男性，最终转向女性，在女同性恋的爱情中找到新的自我意识和自信。这个过程

同时也象征着冲破父权社会的权力关系，而与这种发展同步进行的则是对女性身

体的发现和崇尚，作家尝试将这种女性身体的自然性和性感转化为文学语言：丰

富的比喻、断片式的引发强烈现实感的句子等，都是这种大张旗鼓的“女性写作”

的典型特征。斯特凡的目标是令女性找到自我，找到一种新的女性的身体意识和

一种新的女性的美学——一种通过独立的语言、大胆的形式试验来表达的女性美

学。美国、法国和德语国家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与文学家波伏娃、凯特·米利特 、

苏拉米特·费尔斯通 、克里斯塔·沃尔夫、西尔维娅·普拉斯等，都对斯特凡

的创作产生影响，她特别提到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影响：“那时德国还没有女性



作家作品丰富的图书馆，也没有像样的女性书店。但美国却什么都有了。1974 年

我利用在那里逗留的三个月时间把所有可能的女性主义机构，如书店、出版社、

画廊和妇女之家等全都跑了个遍„„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对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

的。” 

  三 

  现在“女性书写”的理论多来自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学派，由于这种“女性

写作”眼里只看到女性的所谓不同，因而更关注身份和本质而非区别和相对性，

所以常为人所诟病，对女性身体的发现和崇尚即便在今天也令许多人感到难以容

忍。 

  同样为人所诟病的还有女性主义文学解读常常把复杂的文学文本简单化，无

视文学文本所特有的、解构其自身所描述的意识形态的特质。当然，这种女性主

义文艺学诉诸一种在男权社会中进行的女性写作，追求一种新的女性身份认同和

自我实现，这无疑是具有创见性的，丰富了文艺学的方法论和视角；但这种女性

主义文艺学同时也将大肆强调的女性主义口号和女性中心主义观察方法带入文

学，并在选择、分析、诠释和评估文学文本时偏好抓取文本固有的和意识形态僵

化的男女性别差异和价值对立，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式的揭露和突破。非客观的、

非性别中立的、激进敏感的、过于挑衅和过于情绪化的“排他性”及其内在固有

的矛盾和分歧，越来越成为女性主义文艺学发展的障碍，这种矛盾和局限同时也

是整个第二代女性主义所共有的特性，因此在女性主义构建如火如荼的上世纪

80 年代，女性主义思想家们开始对女性主义性别身份思维框架进行解构，反思

女性主义体系中暗含的“(女人是)牺牲品逻辑”及与此相连的“排他性”解放

理念。 

  较新的性别研究不再以生物学立场进行论证，不再认为男人和女人会由于生

物学意义上的体征而具有确定的本质或特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更多

被视为社会或文化的范例，女性也并不是因为具有某些确定的身体特征才拥有确

定的女性性格。事实表明，性别研究不再等同于妇女研究或女性主义。 

  上世纪 90 年代，德语区展开相关大讨论，以美国当代哲学家尤迪特·巴特

勒 1990 年发表的英文著作《性别麻烦》影响最大。巴特勒用“强制异性恋模型”

这个概念来表述限制其他性别取向的异性恋社会规范。她认为，所谓“强制异性



恋模型”是通过操演而产生，性别身份并非基于生物学，而是被构建的，因此也

是可以被改变的。在她 1993年发表的《身体之重》中，类似“身体”和“自然”

这样的范畴都受到了质疑。巴特勒还成为“酷儿理论”的重要理论家之一，“酷

儿理论”主要研究男女同性恋的身份问题，但同时也为研究无法纳入同性或异性

恋范畴的其他性取向留下一定空间。 

  如今，在德语文学研究领域，从性别差异角度进行文本分析已成为常见的主

流文本解读模式之一。在这种解读中，既考量男性和女性作者的性别，同时又考

察文本中单个角色基于性别差异的行为方式或文本中对情节和人物基于性别差

异而开展的评论，都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在这里，所提问题不再只是由男性主导

塑造的社会文化中女性图像在某一历史时期如何形成，而是要整体研究男性和女

性的性别图像是如何构建而成。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在德语文学性别研究中呈

现出两种突出的新现象：其一是出现一种指向男性历史问题研究的开口。其二是

文艺学的分析集中于发掘文学文本中的所谓性别流变现象，在这些文本中均出现

一种猝不及防的过渡领域，即原本被作为确定的男性和女性进行塑造的主人公们

最后都走向了他们性别的反面，这些人物都没有归入固定的性别类型。 

  许多性别研究的理论家都是文艺学出身，而性别讨论恰恰也是在文艺学领域

引发强烈反响。文学要么设计着众多的和历史上不断发生变化的男性和女性气质

图景，要么制造栩栩如生的“第三种性别”，如美国希腊裔作家杰里弗·尤金尼

德斯 2002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中性》。文学绝不局限于描摹现实，文学本身也是

社会和文化意义的构成部分。 

  德语先锋派文学大家德布林早在近百年前就已在长篇科幻小说《山、海和巨

人》中先知先觉地道明和演绎了最新的性别流变论。德布林认为，在女性形象塑

造上，传统小说中的女性都是在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心理学描写和私人领域的

框架下出现并活动。这种传统手法塑造的女性只会令现代叙事失去活力并毫无创

造性可言。如果女性出现在现代叙事中，那么，这种女性就必须是完全不同的新

形象：“真正的女人”是一种“简单的原始的野兽”，是“人的另外一个种属，

男人婆/女汉子”。真正的女人会像个男人一样去大吃、大喝，像男人一样得病、

凶恶和驯服。而自然的女人其实跟男人没什么区别。自然的女人其实也就是自然

的多样性在人这个物种上的体现而已。在德布林看来，男人和女人的界限正日益



模糊和消失，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恰恰是因为这种界限的模糊而展现无穷的魅

力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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